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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的外交倾斜

———基于“威胁制衡论”的探讨

周东辰,赵文彬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摘　 要:1961 年,朝鲜分别同苏联和中国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这一三角“同盟”关系构建了金日成与中苏之间等距离外交的策略。 但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苏关系已逐

步走向破裂,夹杂在中苏两个大国间的朝鲜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等距离外交策略,或多或少地向中苏二者之

一倾斜。 根据沃尔特的“威胁制衡”理论,可以看出朝鲜的外交倾斜主要是受到制衡威胁、意识形态以及经济

援助这三个方面的影响。 意识形态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中苏两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朝

鲜外交倾斜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直接威胁,朝鲜不得不在中苏的外交倾斜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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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夹
杂在其中的朝鲜不得不面临对中苏二选一的局

面,整个 60 年代,朝鲜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向中国

和苏联倾斜以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朝鲜

何以在另外两方破裂的情况下左右逢源? 是什么

原因促使朝鲜两次改变自己的选择? 又是什么原

因导致朝鲜并未在特定时期彻底断绝与中苏任何

一方的特殊关系? 本文以沃尔特的“威胁制衡

论”为主要理论方法,分析朝鲜在 60 年代分别向

中苏倾斜的原因以及各要素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和

影响。

　 　 一、 “威胁制衡”理论

　 　 史蒂夫·沃尔特就国家为什么结盟以及如何

选择盟友这两个联盟原因问题在他的《联盟的起

源》一书中做了详尽的阐释,被称为“威胁制衡

论” [1]。
　 　 沃尔特认为,国家结盟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来

自各方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由单

一的实力所决定的,而是由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

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四个方面综合考量的结

果:综合实力越强,则威胁越大;地理位置越接近

则威胁越大;进攻实力越强,则威胁越大;进攻意

图越强,即使实力均等或者偏弱,依旧会被视为威

胁。 在确定威胁之后,国家应选择不同的盟友来

应对这种威胁,国家在选择盟友时会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考量:一、制衡或者追随强者。 强者通常

综合实力较强,因此也会被视为威胁,制衡是指通

过联合其他国家来对强国加以制衡,而追随强者

则是与强国结盟寻求其庇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结盟因素。 二、意识形态。 拥有相同意识形态

的国家在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中有相似性,因此

他们更容易结盟。 三、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的多

少则决定了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联盟的紧密性。
四、跨国渗透。 一方政府对另一方政府有所谓政

治的操控,这种情况下联盟比较容易建立。 沃尔

特基于以上四种情况提出了大量假设,并结合

1955 年到 1979 年中东地区的主要联盟状况进行

了分析,最终他得出以下结论:制衡威胁是缔结国

家联盟的最重要原因,它相较于制衡强者的行为

更加普遍;意识形态与外部威胁相比并不重要,意
识形态的分歧往往会屈服于外部威胁;援助和渗

透是结盟的影响因素但是其作用有限。
　 　 本文主要基于沃尔特的“威胁制衡论”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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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朝鲜 60 年代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

摇摆,并作出如下假设论证:第一,对于朝鲜来说,
外部威胁(来自美日韩的威胁)是其主要的结盟

或者向盟友靠拢因素;第二,朝鲜 60 年代在中、苏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摇摆是受到援助和意识

形态的影响;第三,朝鲜只是在中、苏这两个社会

主义大国间摇摆,而彼此间的特殊关系没有直接

破裂是因为外部威胁战胜了援助或者意识形态的

分歧。

　 　 二、 20 世纪 60 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
的外交倾斜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在中苏之间一直

奉行等距离外交,同时接受双方的支持以保证本

国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随着 1956 年苏共二十大

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原本亲如兄

弟的中苏两党关系出现了裂痕,之后则一直小

“对抗”不断。 中苏矛盾的公开化则始于 1960 年

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此时的各社会主义政党

面临着站队的选择,然而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积极拥护中共,一向同中共要好的朝鲜党却站在

了苏联一方。 在中苏两党分裂的最初阶段,朝鲜

依旧想要保持一直奉行的等距离外交,并不愿因

为站队的缘故得罪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中的任

何一方。 为了维护朝鲜的利益,使朝鲜在与中苏

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于是在 1961 年 7 月 6 日、
1961 年 7 月 10 日分别同苏联和中国签订了《苏
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

约》,继续推行自己的等距离外交。
　 　 (一)1961—1965 年,疏远苏联,向中国倾斜

　 　 1961 年底之后,由于中苏对朝鲜援助态度的

变化使得朝鲜在等距离外交中发生倾斜。 1961
年,金日成宣布朝鲜将开始第一个七年计划建设。
之前的第一个 5 年计划于 1960 年提前两年半得

以完成[2]。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除了朝鲜人

民自己的努力外,也得益于中苏两国的大力支持,
因此朝鲜也寄希望于中苏两国的继续支持,然而

中苏两国的援助态度却悄然发生着变化。 早在

1960 年,朝鲜便计划落实同苏联制订长期援助和

贸易的事宜,由于双方存在着较大的贸易分歧,协
议签订之事一拖再拖,最终在 12 月 24 日苏方同

朝鲜签订了 1961 到 1965 年的贸易协定,然而双

方在协议开始的第一年就出现了摩擦,苏方在苏

朝贸易方面也是斤斤计较[3]。 相对于锱铢必较

的苏联,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则显得更为无私与慷

慨。 1961 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

生产总值严重下降,人民生活正处在建国以来最

困难的境地。 中方在自己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
然提出于 1961 到 1964 年期间向朝鲜提供 4. 2 亿

卢布的长期贷款[4],以支持朝鲜的七年计划建

设。 1961 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

误,在朝鲜政府并未催促的情况下,国务院发出指

示:“对朝鲜出口煤炭是政治任务,一吨都不能

少。” [3]1962 年,虽然“三年自然灾害”进入最后

一年,但中国的经济形势却已跌入谷底。 1962 年

年中,朝鲜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在谈判

过程中,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这样

说:“凡是我们办得到,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要

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
向你们谈清楚,待过关以后再办。” [3] 在这样的方

针指导之下,1963 年 11 月 5 日,两国签订了 1963
年至 1967 年贸易协定的 5 个文件,中方几乎从各

个方面在不计经济状况的情况下满足了朝鲜的所

有要求。
　 　 中国无私的经济援助收到了成效。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大会将赫鲁晓夫“三
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观点

系统化,并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通
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且在大会期间借批评阿尔

巴尼亚党和“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和“顽固的

莫洛托夫分子”来影射中国,中共当时未表态,周
恩来提前回国[5]297-306。 金日成对苏共二十二大

及其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也十分反感,并对苏共

在二十二大上对中共的影射和批评十分愤怒,他
在 1962 年 3 月 8 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四届三次

全体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现在,修正主义者

的最愚蠢的行动是,对帝国主义竭力奉承和接近,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不和。 ……同时,他们

还给那些拒绝追随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扣上什么“教条主义”“民族主

义”“斯大林主义”等等帽子,企图摒弃他们,把他

们从社会主义阵营中排挤出去。” [6]309 这是在朝

鲜党内会议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一次批判,同时也

是对中共的支持,这说明金日成以及他的朝鲜劳

动党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同中共站在一起,由此,朝
鲜平衡外交开始朝中国一方倾斜。 在 1962 年 12
月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上,在 20 多个政党攻击中共的情况下,朝鲜代表

·23·



团团长李周渊站出来明确表态说:“如果说对苏

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

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 [7]329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大会对中共的指责,这也是朝

鲜党在国际上第一次公开为中共说话。 自此之

后,朝鲜党开始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包括对阿尔

巴尼亚党的支持、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支持中国等。
以至于在 1963 年 2 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
小平给左派兄弟党排队时曾说道:“朝鲜党、印尼

党和新西兰党属于第一梯队,他们敢于替中共讲

话。” [7]334 朝鲜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边,这无可避

免地引起苏联的反应,1962 年,苏联决定暂时延

缓对朝鲜的军事以及经济援助,并于 1964 年正式

停止对朝鲜的军事援助。 但苏联的逼迫并没有达

到目的,反而使得朝鲜更加倒向中国。 自此到

1965 年,中朝关系稳步发展,苏朝关系持续恶化,
朝鲜等距离外交已不复存在,外交的天平向中方

倾斜。
　 　 (二)1965—1969 年初,与苏修好,疏远中国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新上任的苏共领导人转

变外交方针,积极恢复同朝鲜的关系;而中共因为

受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的影

响,使朝鲜与中国渐行渐远。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共寄希望通过新上

任的勃列日涅夫修复中苏关系,周恩来于 1964 年

10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朝鲜、阿尔巴尼亚

等 5 国驻华大使和临时代办,希望他们能派遣代

表团赴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8]424。
除阿尔巴尼亚外,朝鲜等四国都派出了自己的代

表团前往祝贺,中共也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

表团,中共这次祝贺并没有为中苏关系恢复带来

进展,而朝苏关系却迅速升温。 由于赫鲁晓夫执

政时期其政治重点大多放在欧洲,而对东亚并不

是“十分关心”,而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调整了

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重点,从欧洲向东亚转移,一
方面为了呼吁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抗美,另一方面

也为了同中国争夺东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进一

步同中共“唱反调”。 苏共的这种政治转移是金

日成愿意看到的,虽然中国在“第一个七年计划”
期间对朝鲜进行了几乎无偿且十分重要的援助,
但是朝鲜如果借此契机能够恢复同苏联关系,同
时得到中苏两国的援助无疑对朝鲜的经济建设是

最有利的。 1965 年 5 月,朝鲜总参谋长崔光访

苏,通过谈判,苏联恢复了停止三年的对朝军事援

助[3]。 苏朝关系转暖。 朝鲜又开始试图在中苏

两国之间开展左右逢源的等距离外交。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中朝双

方在对待苏联态度上的不同以及中国受到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朝

关系开始疏远。 1966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

二十三大,中苏的组织关系正式切断[5]。 然而金

日成依旧派遣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赴

苏。 并且在同年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
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大谈团结与友谊[9],苏朝

关系迅速转暖。 1966 年 9 月 9 日,陈毅副总理在

朝鲜临时代办招待会上提出:“一切真正的革命

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

的工贼面目” [10]。 1965 年 9 月 3 日,林彪在《人
民日报》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具体

阐述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

论,并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 “左”倾错误思潮开始蔓延,
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

想法被进一步行动化。 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

宣布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

外使馆的主要任务,使得驻外机构成为了宣传文

革成果的阵地[11]11。 虽然毛泽东并不愿损害中国

的对外关系,但这种情况还是严重影响了我国正

常的外交活动,也引起了包括朝鲜在内的各国不

满,1966 年 10 月 5 日,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

会议中指出:“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

须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

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提出超革命的口号,
使人们采取极端行动。” [12]476 全文未提及中国,却
是影射中共,表达对“文革”以及中国“左”倾的不

满。 1966 年 10 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

议上分析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的本质和危害,他说:我们既不应该因为反对机会

主义而犯否定团结的左倾错误,也不应该因为维

护团结而犯放弃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右倾错

误[13]556-557。 1967 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北
京出现大字报,公开散布朝鲜内部发生对金日成

的“政变”的不实消息,并出现攻击金日成“走修

正主义道路” “是赫鲁晓夫的门徒” [14] 等不当言

论。 自此之后 ,中朝双方外交往来急剧减少,据
笔者掌握的中方资料统计来看,1965 年中方报刊

对中朝关系的报道有 47 条,1966 年降为 16 条,
1967—1969 年三年共 20 条,且多数为客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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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15]50-60。 这种情况在 1969 年下半年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崔庸健访华之后才有所好转。 1965—
1969 年初,随着苏朝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左”倾错

误的影响,朝鲜的外交天平偏向苏联。

　 　 三、影响朝鲜与中苏外交关系的原因
及因素分析

　 　 朝鲜战争之后,朝中苏三国之间存在着微妙

的关系变化,尤其在中苏分裂之后,中苏双方都想

拉拢朝鲜站在自己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批判,然而

朝鲜却处处以自身利益为主导,通过在两个社会

主义大国之间的外交倾斜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
　 　 (一)根源:制衡最具威胁的国家(联盟)
　 　 制衡或追随强者是国家在选择盟友时的一个

重要考量,根据沃尔特“威胁平衡”理论,制衡是

为了联合他国抵消对本国最大的威胁,而朝鲜与

中苏的交好以及 60 年代在朝中、朝苏之间的外交

倾斜也是基于对威胁的制衡。
　 　 首先,基于朝中、朝苏互助关系的建立便是对

美日韩同盟这个朝鲜最大威胁的制衡。 朝鲜战争

之后,朝鲜半岛“划线而治”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在金日成看来,朝鲜半岛应当是一个“统一的国

家”,而非现在的“南北分治”。 60 年代初韩国的

混乱也使得金日成看到了希望,然而朝鲜虽然政

治形势大好但是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 1960 年,
“日韩会谈”重启,日韩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

路。 1961 年,美国同韩国张勉政府签订了《韩美

经济技术协定》,这使得美韩同盟联系进一步加

强[16]。 面对美日韩同盟的加强,朝鲜也要加强同

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关大国的联系,予以回击,1961
年,朝鲜分别同中、苏两国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

互助条约》《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既是对社

会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的维护,也是对美日韩同

盟的一种示威,朝中苏三者特殊关系的建立与加

强正是朝鲜对美日韩同盟的一种制衡。
　 　 其次,60 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的外交倾斜也

是对美日韩同盟这个最大威胁的回应。 传统认

为,中苏对国际共运的分工是:中方多做东方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运动,苏联多承担些

西方义务[17]298。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

军直接参与了对美韩的作战,并且在地缘和历史

上朝鲜同中国的联系较苏联更为密切,因此在 60
年代前期,朝鲜为实现半岛统一的愿望,也同中国

更近一些。 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后,赫鲁晓夫

的“三合路线”提出,则使得想要统一半岛的金日

成大为不满,苏联这种乞和的策略是朝鲜所不能

接受的,而此时的中国却依旧支持各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反抗斗争,这与金日成的想法达到一致,朝
鲜为了制衡美日韩同盟这个威胁,不得不疏远苏

联,同中国站在一起。 1965 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

了变化,金日成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朝鲜偏向中

国,导致朝鲜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朝鲜似乎正在失

去这个盟友,毕竟对于朝鲜来说,美日韩同盟才是

自己最大的威胁,而非苏联。 与此同时,日韩历时

14 年的谈判宣告结束,《日韩条约》签署,美日韩

同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仅凭中朝两国显然无法

与美日韩同盟抗衡,因此朝鲜积极恢复同苏联的

关系,以求再次在等距离的外交状况下保持中、苏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特殊友好关系来制衡美

日韩同盟的外部威胁。
　 　 因此不管朝鲜在 60 年代的外交天平如何倾

斜,他的出发点总是基于外部威胁 (美日韩同

盟),不论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如何选

择,都是为了符合本国利益,这也是朝鲜只是对中

苏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外交倾斜,而非和一方接近

而直接放弃另一方的原因。 朝鲜不能同中苏一

样,直接同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中的任何一个

决裂,朝鲜需要中、苏两方的支持来实现威胁制

衡,这也是朝鲜为何在 60 年代虽然摇摆于中苏之

间而最终却要坚持其平衡外交的原因。
　 　 (二)重要因素:意识形态

　 　 沃尔特在其《联盟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只有

在处于安全环境时意识形态才能起到决定作用,
否则还是以军事威胁为主。 然而考虑到二战后两

极格局的大背景,在考察 60 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

外交倾斜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不同的结论,意识形

态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朝中苏三国的特殊关系本身带有一定

的意识形态性。 二战以后,世界分化为以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考量成为了两大阵营中各

国在处理其双边关系的关注点。 朝鲜和中国建国

都是受到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朝中

苏三党同源,朝中苏三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

要组成部分,朝中苏社会主义同盟是对抗美日韩

资本主义同盟的有力武器。 在这种意识形态与党

际国际关系相互交织的密切联系下,朝中苏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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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特殊的关系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次,60 年代朝鲜外交在中苏之间的摇摆也

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 赫鲁晓夫时代的苏

联经过 30 多年建设时期的发展已经改变了革命

思想,认为应当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和平

过渡”,而不是继续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政府;
而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持不同看法,朝鲜和新中国

分别于 1948 和 1949 年建国,特别是 50 年代还经

历了同资本主义的直接战争———朝鲜战争,并取

得了胜利,因此中朝两国还没有摆脱革命意识,依
旧信奉革命,因此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造成

了中朝两国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意识

形态分歧。 60 年代前期,中苏由于意识形态的分

歧,朝鲜面临站队,而苏共二十二大使得分歧公开

化,赫鲁晓夫“三合路线”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

的提出使得金日成大为不满,在这种“和平路线”
之下,再加上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差强人意

的表现以及极其霸道的大国沙文主义使得金日成

更为不悦,这种国际共运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

超过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朝鲜开始公开抨击苏共

的修正主义,积极同中共站在一起,以此来维护国

际共运的正确道路,中朝因为有意识形态的同一

性而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60 年代中后期,这种情

况发生了变化,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共认为

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执行的依旧是“三和路线”,
因此继续同苏联作斗争,而朝鲜却恰恰相反,朝鲜

认为,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其政策是对赫鲁晓夫

三和路线的搁置甚至摒弃,核心是在世界范围内

与美的全面竞赛以及对美霸权的全面挑战,是转

守为攻的新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理念也与朝鲜

一直坚持的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加上中共此时受

到“文革”的困扰,对外事务方面也受到了一些野

心家的利用,使得此时的中朝关系转冷。
　 　 朝中苏三者的互助友好关系开始于意识形

态,也变化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左右朝鲜在中

苏之间外交倾斜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一种手段:经济援助

　 　 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中认为,提供经济援

助能够对联盟的建立发挥作用,并且援助可以加

强盟友间力量并维护其共同利益。 而且提供援助

会被看做是传递友好意图的途径,而拒绝提供援

助可能被看成敌意的信号。 这种观点在朝鲜于中

苏之间的外交摇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朝鲜在朝鲜战争之后,一直奉行等距离的外

交政策,同时接受中苏两个国家的经济援助,用以

发展本国经济,而在中苏面临分裂时,为了使朝鲜

站在自己一方,中苏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朝鲜

的援助力度,但是,双方的态度大不相同。 中国对

朝鲜的援助不求回报,尽自己所能使得朝鲜在双

边贸易中得利,以此来拉拢朝鲜;而苏方则是有所

保留,尽量在保证贸易顺差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援

助,有时对援助也是锱铢必较,在 1962 年朝鲜公

开站在中共一方时,苏联也延缓了对朝鲜的援助,
并且于 1964 年停止了对朝鲜的援助,这使得朝鲜

更快地倒向了中国的怀抱。 之后在克里姆林宫易

主和中朝发生分歧期间,苏方恢复了对朝鲜的经

济援助,这使朝鲜在得到中国援助的同时也能得

到苏联援助,这是金日成希望看到的,这也促使朝

鲜在 60 年代中期一度恢复等距离外交政策。
　 　 经济援助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朝鲜更希望同时得

到中苏两国的经济援助。 因此经济援助仅仅成为

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经济援助不能同制衡威

胁和意识形态一样成为主导朝中苏关系的重要原

因。

　 　 结语

　 　 20 世纪 60 年代是国际共运分裂的时期,朝
鲜为了本国自身发展,试图在中苏之间开展平衡

外交以获取最大利益,然而由于外部威胁、意识形

态以及援助的变化使得朝鲜不得不向中苏其中一

方倾斜。
　 　 朝鲜不论在中苏之间如何摇摆,其基于的是

对美日韩同盟这个外部威胁的制衡,由于中苏对

美日韩同盟的态度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赫鲁

晓夫“三和”路线提出之后,使得朝鲜为本国安全

考虑,同中国站在一方。 然而在朝鲜意识到自己

的主要威胁是美日韩同盟而非苏联之后,朝鲜便

积极同苏联改善关系,继续在中苏之间保持均衡

外交。 可以说,朝鲜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

对于美日韩同盟这个威胁的制衡。
　 　 意识形态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构建

互助关系的重要纽带。 当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

义与朝鲜意识形态相左时,朝鲜便向中国倾斜,反
之则向苏联倾斜,这种外交倾斜实质上是中苏两

国同朝鲜自身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
　 　 经济援助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了一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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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然而并不能像制衡威胁和意识形态一样,成为

主导因素,尽管中苏对朝鲜的援助态度不尽相同,
但是朝鲜更想要两者的共同帮助,这也是朝鲜无

论如何倾斜,最终都要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外交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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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s Diplomatic Incl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60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reat Balance Theory”

ZHOU Dongchen, ZHAO Wenb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 China )

　 　 Abstract: In 1961, North Korea signed Soviet-North Korea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and China-North Korea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respectively, and the
triangle “alliance” relations constructed Kim Il-sung’s policy of equidistant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60s,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divi-
sion, and North Korea, interspersed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to change
the policy of equidistant diplomacy, being inclined to one of them more or less. According to Walter’s “Bal-
ance of Threat” theory, we can see that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inclin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threat of
check and balance, ideology, and economic aid. Ide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China’s and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dex, and North Korea has to find
the balance facing the direct threat from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Key words: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Sino-Soviet relations;Kim Il-sung; threat bala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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